
評論｜香港公民自衛權之淪喪：析「721非白衣人

暴動案」判決將受害者定罪之不當

唯有法庭在每宗案件中堅守法律原則，方能真正實現陳法官所期盼的法治彰顯與社會癒合；否則適

得其反。

2019年7月21日，香港元朗，大量白衣人持械毆打市民，致多人受傷。圖：端傳媒

2019年7月21日之元朗事件，堪稱香港「反逃犯修例運動」（或稱「反送中運動」）的分水嶺。當

晚，為數大約一百名與親北京團體或人物關係密切 的白衣人，手持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藤

條、木棍和其他武器，以「保衛元朗」為名，聚集於香港鐵路元朗站內，對民眾展開無差別的兇殘

襲擊。香港區域法院法官葉佐文裁定部分白衣人暴動罪成時形容，此為「無的放[矢]的集體私刑」

，並於其後總結，這些白衣人「向車站範圍及車廂範圍的人無差別地刻意作出威脅、挑釁及襲擊

行為，目的是要令對方受驚及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一些人的身體也確是受到嚴重傷害」 。

然而，香港警方當晚遲遲未到場介入 ，令人質疑其是否默許暴力行為，徹底改變了社會大眾對香

港警隊的認知，而且是次在公共交通工具發生的無差別襲擊在香港社會造成廣泛「道德震撼

（moral shock）」 ，使示威者的激進行動越加獲得正當性和（尤其是基層）市民支持 ，從此

成為民眾動員對抗當局的重要觸媒。事後多份警政和傳播學文獻指出 ，元朗襲擊事件引發了對白

衣暴徒與警方的雙重憤怒，抗議對象開始從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轉向對抗警方權威。警方未能迅速制

止疑似三合會成員的暴力襲擊，被廣泛解讀為警方與黑社會之間存有故意且腐敗的勾結，民眾對警

方合法性的信任迅速崩潰，進而推動社會的激進化。

諷刺地，區域法院法官陳廣池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卓廷》 一案中，竟指當日於元朗站付費區

閘內範圍被大批白衣人襲擊的市民，其中包括時任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因曾與白衣施襲者對峙或嘗

試擲物、射水還擊，所以同屬暴動一員。陳法官達至此結論的推論過程不但充斥原則性與邏輯錯

誤，更未能正視事件中一眾「非白衣人」被告人所面臨的即時且非法暴力威脅。依據普通法，自衛

是一項普遍適用的辯護理由，允許個人在遭遇非法侵害時，採取合理且必要的防衛措施以保護自身

及他人安全。

在元朗事件中，被告人身處突發的暴力情境，面對白衣人的無差別襲擊，其反應乃出於保護自身及

他人的合理需要。本文批評，陳法官以事後孔明的標準，苛求被告人的行為，忽略其作為普通市民

在危機下的自然反應，對自衛行為之必要性與相稱性未能準確判斷，判決存有嚴重法律誤解，未能

適切反映事件背景與法律原則。執筆之時，《林卓廷案》中全數七名報告人都已提出上訴，陳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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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誤解若不予匡正，長此以往將致使公民將來在目睹弱者受攻擊時，不再敢挺身而出相助，唯恐自

身反成檢控與懲罰的對象，實乃社會公義與法治之隱憂。

2019年7月22日，凌晨12時40分，端傳媒記者向現場的消防員查詢，為何現場沒有警察，消防員表示他們也不知道，「我們都想有警察在」。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非法集結與暴動罪的構成要件

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盧建民》 ，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8及19

條下非法集結與暴動的構成要件可分拆如下：

非法集結（第18條）

1. 三人或以上；

2. 集結在一起；

3. 作出擾亂秩序、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

4. 意圖或相當可能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

寧；

5. 該等人士即屬非法集結；

6.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仍屬非法；

7. 任何參與該非法集結之人，即干犯非法集結罪。

暴動（第19條）

8. 當任何參與依上述定義構成非法集結之人；

9. 破壞社會安寧；

10. 該集結即為暴動，且集結的人屬集結暴動；

11. 任何參與暴動之人，即干犯暴動罪。

由上可知，非法集結罪的核心在於行為是否屬於上述擾亂秩序、具恐嚇、侮辱或挑釁性、以至實際

破壞社會安寧的「禁制行為（prohibited conduct）」。終審法院進一步強調，干犯非法集結或暴

動罪者，必須具備「參與意圖（participatory intent）」，在知悉其他非法集結或暴動參與者的相

關行為的情況下，意圖透過自身直接實施禁制行為，或意圖協助、鼓勵、推動（in furtherance

of）其他人的禁制行為，參與該集結。

本文批評，陳法官以事後孔明的標準，苛求被告人的行為，忽略其作為普通

市民在危機下的自然反應，對自衛行為之必要性與相稱性未能準確判斷，判

決存有嚴重法律誤解，未能適切反映事件背景與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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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非法集結要求行為本身必須具有擾亂秩序、恐嚇、侮辱或挑釁的性質，且參與集結者意

圖或可能引發對破壞社會安寧的合理擔憂。若被告人的行為不具上述性質，僅其客觀效果導致社會

安寧被破壞（如因他人反應而引發騷亂），則該行為不屬禁制行為，法律上無法構成非法集結。假

設被告人本人沒有實施禁制行為，但法庭仍欲認定其為「參與」，則需證明其具備參與意圖，即知

悉禁制行為的存在並意圖推動之 。同理亦適用於被控暴動罪者。

上述原則乃判定林卓廷等被告人罪責的基礎。

2020年7月14日，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攝：陳焯煇/端傳媒

二、林卓廷具體舉動及意圖皆不符合罪行構成要件

陳廣池法官在判決中對林卓廷作為第一被告人的行為多有記述，並屢次（在沒有任何相關證詞或證

據之下）猜測其背後具有隱藏政治動機。然而，若細察林卓廷在事件中的具體舉動及其意圖，其行

為不僅不構成暴動罪，甚至連非法集結的禁制行為標準恐亦難以符合。

林卓廷在事件中的行為顯示出其試圖緩和而非激化衝突的態度。例如他主動呼籲其他閘內市民保持

冷靜，並拍攝影片以保存證物 ，顯然意在蒐集證據而非挑起對抗；他向白衣人喊「唔好郁手」

，試圖勸止襲擊發生；他拉住趨前的閘內人士並重申「唔好郁手」，且自己被水樽擲中後亦未予

還擊 ，這些舉動無不體現其行為被動與防禦的性質，而非挑釁或暴力。此外，他呼籲其他人「企

後啲」、「唔好埋去」、「頂住佢」 ，此等言行旨在阻止衝突升級，或至多屬防禦性質。同樣

地，他雖未有呼籲閘內人士四散，陳法官認為此舉鼓勵對峙 ，但更合理的解釋可能是林卓廷試圖

保護閘內人士安全，避免落單，而非主動擾亂秩序或鼓勵衝突。當閘內人士使用港鐵站內的消防喉

向白衣施襲者射水時，林卓廷未加阻止，陳法官認為這加劇了局勢 ，但林卓廷的角色始終是被動

的，並未主動參與或鼓勵此行為。

就此值得指出，陳廣池法官對林卓廷和其他市民行為的評價與其他香港法庭判決的描述存有顯著衝

突。在上文提到其中一宗白衣人被裁定暴動罪成的案件中，葉佐文法官經庭上播放事發片段後，觀

察到林卓廷「在車站閘內安慰裡面的人，意謂已聯絡了警方高層，預期警察很快便會到場保護大

家，現在暫不要出閘，以保安全」，更「勸止和拉回行近閘機及[付費區]玻璃圍牆的巿民」，明言

「沒有看到或聽到林卓廷搞事」 。相較於《律政司司長訴王志榮》 一案中，高等法院上訴法

庭法官彭偉昌對白衣施襲者真正的暴動行為的描述——「主動攻擊，而且完全掌握事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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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統一行動，選擇發動攻勢」、「放開地打、放開地向[非白]衣人施襲」，林卓廷的被動、

「守勢」立場有根本區別。

總括而言，林卓廷的舉動不但無擾亂秩序、恐嚇、侮辱或挑釁的性質，反而多番試圖平息紛爭，且

自身未有任何暴力行為。因此，陳廣池法官最終認定林卓廷的行為具暴動性質，唯一依據只可能是

其意圖推動或鼓勵他人暴動，但這與判決中多次猜測林卓廷行為背後之隱藏政治目的亦完全不符。

例如林卓廷選擇於網上直播事件而非僅作攝錄，陳法官認為這是為了「抽政治油水」、提升知名度

與政治氣勢 。林卓廷意圖蒐集白衣人暴行的證據向警方舉報，陳法官則認為他是意圖「借執法機

構之手向白衣人包括鄉事派人士下手」，以打擊政治對手 。然而，即使依據陳法官自己的猜測，

林卓廷的主觀意圖似僅限於吸引公眾注意、蒐集證據或實現政治目標，而非推動禁制行為或激化暴

力衝突。尤其是若林卓廷確有意促使執法機關介入逮捕對手，此心態反映的是依賴法律途徑解決問

題，而非訴諸暴力，這不可能是在暴動罪所需之推動暴力衝突的意圖之上，「順道」進行的行為，

此舉不但無助警方執法，林卓廷及其支持者的不當行為亦會被記錄於證據之中，兩個目的顯然從根

本上相悖 。

2019年7月21日，白衣人在西鐵元朗站大堂襲擊市民。網上圖片

陳法官又稱，林卓廷在Facebook發文描述「黑社會」暴力行為，產生「乘數效應」或「磁力效

應」，吸引更多人前往元朗，從而加劇局勢 。陳法官將林卓廷的帖文效果視為加劇局勢的證據，

但這僅屬客觀結果，而非林卓廷意圖的直接證明。誠如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

鄧卓儒》 裁定，在被告人「沒有一般的示威裝備和正面對抗警察」的情況下，即使被告人「必然

知道，他置身現場會有鼓勵和號召的客觀效果，他甚至可能是樂見示威者和其他人有這個誤會[即利

用群眾觀感博取更多政治本錢]，但法庭始終不能肯定[被告人]是意圖鼓勵及/或號召非法集會。」

陳廣池法官將林卓廷的舉動定性為「挑撥」、「煽風點火」及「拱火澆油」 ，並斷言其具暴動意

圖。然而，此結論甚至與法庭自身推測的政治動機並不一致。依法律原則，在被告人的行為沒有直

接構成暴力的情況下，構成暴動罪的參與意圖須明確指向推動破壞社會安寧，但林卓廷的行為與目

的均顯示其試圖避免而非促成暴力衝突。因此，林卓廷的舉動既不具備暴動罪所需的直接暴力成

分，其意圖亦難以符合意圖推動、激化衝突的法律標準，陳法官的認定與證據及法律原則存有顯著

矛盾。

三、自衛辯護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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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法官將自衛視為「歪論」，忽略其作為普通法基本權利的地位及其在法律

框架中的嚴謹應用，實屬法律理解之誤。



林卓廷以外的其他被告人多有使用消防喉射水、向白衣施襲者擲物還擊等行為。若以最嚴格的客觀

標準審視，這些行為儘管主要是防守行為，確仍有可能被視為擾亂秩序、恐嚇、侮辱、挑釁、甚或

破壞社會安寧，涉及非法集結或暴動之嫌疑，惟若被告人能成功援引自衛辯護，則其行為在法律上

將可被視作正當（justified），從而既不在定義上構成禁制行為，亦因缺乏犯罪所需之犯罪意圖

（mens rea），而不會招致刑事責任 。

I. 自衛辯護在公共秩序罪行中的適用性

然而，陳法官在判決中嚴詞批評，將自衛作為合理化武力的理由是「匪夷所思、歪論遍地」，並警

告若允許此辯護成立，將等同鼓勵民眾武鬥，導致「血流成河，甚至死傷枕藉的場景」 。此觀點

實質上否定自衛在暴動及非法集結等公共秩序罪行中的適用性，係對普通法及香港法律原則的錯誤

理解。

在香港法律體系中，關於自衛辯護在公共秩序罪行中的適用性，儘管《公安條例》未予明確規定，

其法律依據可從普通法原則及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A條中尋得支持。該條

文措辭源自英國《1967年刑事法》第3條，清楚規定任何人為防止罪案或協助合法逮捕，可使用合

理武力。英格蘭上訴法院在 R v Renouf 一案裁定，即使法規（如該案中的《1972年道路交通

法》罪行條文）未提及「合法辯解」，這不等於自衛、防止罪案或合法逮捕不能作為辯護理由，因

《1967年刑事法》第3(1)條已經提供了正當性依據。同理，英格蘭上訴法院在 R v Riddel 一案指

出，自衛辯解不會就某種性質的罪行而言一概排除其適用性，而應依據具體案情判斷其成立與否。

此法定基礎結合普通法案例，確立了自衛作為一項公民基本權力，適用於包括公共秩序罪行在內的

各類控罪。事實上，香港上訴法庭近期曾在一宗暴動案件中接納，只要案件中存在相關證據，主審

法官即有責任考慮自衛作為抗辯理由，即使辯方未主動提出 ，可見香港本地司法實踐亦呼應此立

場，實務上確認自衛辯解在公共秩序罪行中並未被原則性否定。

2019年7月21日，白衣人在西鐵元朗站大堂襲擊市民。網上圖片

另外，如上所述，自衛的主張直接影響暴動及非法集結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即犯罪意圖（mens

rea）與犯罪行為（actus reus）。若行為人出於自衛，其意圖可能不符罪行所需的意圖，或其行為

不構成《公安條例》所禁止的擾亂秩序、恐嚇、侮辱、挑釁或破壞社會安寧之行為。《公安條例》

之立法意圖係保留普通法下非法集結及暴動的基本原則，並只根據實際需要作出必要修改，所以詮

釋其條文時，仍需不時參照該等罪行於普通法下的構成要件 。就此，紐西蘭上訴法院早於1890

年的Goodall v Te Kooti 一案中，將非法集結定義為「無必要且無合理理由」（needlessly and

without reasonable occasion）之集結，並認此為普通法真義，故若集結具必要性及有合理理

由，則未必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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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Yeung Kin Ping》 一案中似亦應用此原則。時任高等法院原訟

法庭法官司徒敬裁定，自衛權在非法集結罪中雖然受限，卻非完全不可用：該案被告人因追債聚眾

前往債務人住所，本身並無必要如此，更存在其他和平替代手段收取債務，故自衛在該情境中不能

成立。換言之，即使面對非法集結之嚴重控罪，被告人提出的自衛辯護於「必要」情況下應予認

可，而非一概否定。

如是觀之，在公共秩序案件中援引自衛辯護，具充分法理基礎，非如陳法官所稱，係不可接受之論

述。陳法官將自衛視為「歪論」，忽略其作為普通法基本權利的地位及其在法律框架中的嚴謹應

用，實屬法律理解之誤。

事實上，在《律政司司長訴王志榮》 一案中，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亦接受，面對白衣人「揮動藤

條、木棍襲擊」「投擲瓶裝水、木棍、鐵枝和搭棚用的竹枝」，「付費區內的[非白]衣人投擲瓶裝

水」的行為本質上屬「還擊」。葉佐文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英傑》一案判決中 亦描述，

多名白衣人「用木棍和藤條伸入去付費區內襲擊閘機內的[非白]衣人，亦有向[非白]衣人投擲物

品」，受襲市民 「擲物回應或用雨傘擋格」，但仍「招架不來」。自衛辯護最終是否成立，取決於

被告人行為具體而言是否符合必要性、合理性與相稱性的原則。

II. 自衛辯護的必要性及合理/相稱性原則

香港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Leung Tak Wing》 一案中闡明，若行為人真誠相信有防衛

必要，且所用武力經客觀判斷為合理，則自衛得以成立；反之，若使用不合比例的武力，則即使信

念主觀真誠，自衛亦不能得到認可。此標準亦延伸至預防犯罪時使用武力之情境，英格蘭案例 R v

Duffy 指出，所有公民皆有權（亦有責）阻止罪行發生，但僅限於為恢復和平而必要之介入，該

案確認第三者介入襲擊若具必要性與正當目的，其使用武力可被視為合法。英國上議院在 R v

Clegg 一案中裁定，自衛與預防犯罪可動用之武力程度一致，必須合理，在此語境下即必須與

所面對的威脅相稱，不得過度。

換言之，自衛辯解之成立，仰賴行為人主觀上真誠相信有使用武力之必要，並客觀上所用武力合理

且合乎比例，即須同時滿足「真誠相信有使用武力之必要」及「所用武力客觀上合理且合乎比例」

的雙重要求。

2019年7月21日，白衣人在西鐵元朗站大堂襲擊市民。網上圖片

1. 真誠相信有使用武力之必要：即時威脅之標準

在一系列「管有攻擊性武器罪」的案例中，普通法法院對對自衛辯護的適用條件作出嚴格界定，其

基本原則在於行為人攜帶武器或採取防衛措施，必須是真誠為了應對「即時且具體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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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nent and immediate threat of danger)」 ，而非基於模糊的長期危險或一般恐懼。時任

英格蘭首席大法官Widgery勳爵在 Evans v Hughes 一案強調，武力使用的正當性取決於威脅的

急迫性，個人若因預期即時受到暴力攻擊而攜帶武器，其行為可構成合理辯解；然而，若僅因治安

不靖或長期威脅而持續自行武裝，則法律不予認可。具體而言，英格蘭上訴法院在 R v Vivian

Barrington Wills 一案中指出，若被告人近期曾遇到人身安全受威脅的事件，得作為判斷其是否

真誠相信面對「即時威脅」之重要依據，從而增強其以自衛為名管有槍械之主張的正當性。

此原則在香港司法多宗案例中得到體現。例如在近期案例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黎錦生》 中，被

告人因擔憂未來可能遭搶掠而攜帶武器，提出自衛作為辯護理由。法院審理後認定，其行為缺乏即

時威脅的證據支持，僅屬對未來可能的假設性防備，故駁回其自衛主張。同樣地，《香港特別行政

區訴Wong Christopher Milton》 確認，除非有具體且即時的威脅佐證，否則只因一般性的恐懼

而攜帶武器，自衛辯護無法成立。

此極高標準既適用於「管有攻擊性武器罪」，若被告人在關乎其他罪行的情境中主張自衛，並能證

明其面臨即時且具體的威脅，則舉重以明輕，其自衛辯護亦理應視為符合主觀的必要性要求。

2. 所用武力客觀上須合理且合乎比例

自衛辯護中，武力相稱性之評估不應僅依司法後見之明進行，而應基於行為人當時主觀認知之危險

與客觀情境一併判斷。與本案有關影響的因素主要有三，包括i) 警方介入之不可得與不可行 ii) 被告

人作為未經訓練之普通市民的自然反應，以及 iii）先發制人、主動還擊（而非主動退避）之正當

性。

i) 警方介入之不可得與不可行

普通法原則將武力使用權主要授予執法機關，普通市民受違法行為威脅時，通常應尋求警方協助，

在法律途徑可行或警方協助可得的情況下，仍選擇使用武力，很可能會被視為原則上不合理且不合

比例。紐西蘭上訴法院在 Goodall v Te Kooti  一案中就普通法非法集結罪之構成提出見解，指

若一人因擔心前往市場時將遭受襲擊，而集結友人以防衛自身，此等集結行為屬非法；面臨此等威

脅者，應循法律途徑尋求保護，而非自行組織武力防衛。

英國上議院（當時英國的最高法院）在 R v Jones (Margaret) 一案中，賀輔明勳爵解釋有關原則

背後之精神：「國家將使用武力之權力委託予軍隊、警察及其他受過訓練與紀律約束之執法人員。

普通市民若發現違法行為，不論影響自身、第三者或整體社會，通常（normally）應報警，而非自

行執法。」時任英格蘭首席大法官Burnett勳爵在 R v Thacker 確認此觀點具普遍適用性及約束

力，強調市民應依賴國家機關處理違法行為，若可透過適當機關解決爭議，則訴諸武力自衛客觀上

並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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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1日，白衣人在西鐵元朗站大堂襲擊市民。網上圖片

因此，在R v Vivian Barrington Wills一案中，被告人在警方建議其留在室內等待援助後，仍然選擇

持（不能發射的）獵槍直面執行法庭命令的人員，英格蘭上訴法院駁回其自衛辯護，認為警方已明

確告知援兵即將到達，被告人無需自行武裝，其行為既不符合真誠相信需自保的要件，也不具相稱

性或合理性。而Malnik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一案中，被告人攜帶攻擊性武器試圖

自行收回汽車，英格蘭上訴法院認為，當法律途徑或警方協助可得時，基於法律公共政策，武力使

用難言必要。

然而，賀輔明勳爵所指「市民應將武力使用交由警方處理」的前提，是「執法機關在被呼喚時能採

取必要行動」 。換言之，當警方協助可得且能有效介入時，自衛行為的必要性的確顯著減弱。惟

在緊急情況下，例如面臨即時且嚴重的非法傷害威脅，且無法及時聯繫警方，或警方無法及時介入

或根本不在場，武力的使用可能相對容易被視為合理及相稱。

賀輔明勳爵進一步明確指出，「若主權機關（即警方）在被呼喚時不來，市民在面臨威脅時有權採

取合理措施保護自身。」 此原則在 R v Chief Constable of Devon and Cornwall, Ex p Central

Electricity Generating Board  一案中得到印證。該案中，抗議者阻撓電力公司勘測土地，警方

拒絕干預。英格蘭上訴法院裁定，電力公司在警方無法提供保護的情況下，法律上有權使用合理武

力驅離抗議者，儘管視乎對方構成的威脅程度，合理武力在該情境可能只限於豎立一道有刺鐵絲

網。

ii) 普通市民與執法人員不同的判斷標準

普通法在評估自衛辯護時，對執法人員與普通市民採不同判斷標準，此區別主要體現在行為合理性

與武力使用相稱性的審查上。對於曾受專業訓練的執法人員，法律施以較高的要求；而對於未受專

業訓練的普通市民，則以較寬鬆的標準審視，以因應兩者在緊急情況下的反應能力差異。

英格蘭上訴法院於 R (Bennett) v HM Coroner for Inner South London 一案指出，警察因具備

訓練背景，若主張其武力使用比例錯誤，該辯解可能較難成立。此即意味，執法人員在使用武力

時，必須精確評估威脅並採取相稱之反應。英國最高法院於 R (Officer W80) v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ndependent Office for Police Conduct  一案進一步闡明，警察的專業訓練不僅影響其主

觀認知之可信度（即其是否真誠相信需使用武力），亦影響客觀標準之適用（即其所用武力是否相

稱）。換言之，執法人員因其訓練背景，法律對其武力使用的合理性設下更高門檻，要求其行動在

主觀與客觀層面上均能經得起嚴格審查。

相反地，未受專業訓練之普通市民於緊急情況下之判斷應享有較寬鬆標準。正如英國樞密院於

Palmer v R 一案裁定，若行為人於遭受攻擊時真誠且本能地認為防衛必要，即使其使用武力之程

度未完全衡量精確，仍可構成合理防衛。香港上訴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岑文輝》 一案中亦

確認，若行為人遇到突發情況，「情急之下」（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真誠相信其行動為

必要，此信念本身即為構成客觀上合理武力之有力證據。歸根究底，普通市民因缺乏專業訓練，其

在極端暴力情境下的即時反應應享有一定的誤差容忍（margin of error），而不應以事後視角對其

判斷施以過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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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警方協助可得且能有效介入時，自衛行為的必要性的確顯著減弱。惟在緊

急情況下，例如面臨即時且嚴重的非法傷害威脅，且無法及時聯繫警方，或

警方無法及時介入或根本不在場，武力的使用可能相對容易被視為合理及相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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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1日，晚上11時，白衣人衝在月台襲擊市民，其後更追打車廂內的乘客。網上圖片

iii) 無退避義務與先發制人之權

自衛辯護另一核心在於，行為人於預期自身面臨即時威脅時，毋需被動等待攻擊發生，而是允許其

在合理預期即時威脅時採取先發制人之行動，甚至在遭受攻擊後主動還擊以制止危害。然而，此等

行為之合法性受嚴格限制，所用武力須與威脅程度相稱，且目的限於（廣義之）防禦而非報復 。

英國樞密院於 Beckford v R 裁示：「面臨攻擊之人無須等待攻擊者先動手或開第一槍，情況可

能允許先發制人。」此裁決確立自衛時機之彈性，強調先發制人乃自衛權之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

面，英格蘭刑事上訴法院於 R v Deana 一案指出，自衛不僅限於被動防禦（如抵擋攻擊），亦包

括合理反擊。該案被告人於遭受未擊中之襲擊後還擊，法院認可其行為具正當性，奠定先發制人與

合理反擊之合法基礎。

雖然先發制人於自衛辯護中具合法性，然其適用受嚴格限制，所使用之武力須合理、必要且與威脅

程度相稱。在Devlin v Armstrong 一案中，被告人組織示威者向警方投擲汽油彈，聲稱試圖阻

止警方失控的行徑，北愛爾蘭首席大法官MacDermott勳爵認為其行為過激，強調：「無論其恐懼

多真誠，投擲汽油彈皆為不當（unwarranted）且非法之反應。」類似地，英格蘭高等法院皇座法

庭分庭於 Duffy v Chief Constable of Cleveland Police 一案中援引 Palmer 案，說明自衛武力

須以處理面前威脅為限，若使用武力防衛的時間超出合理範圍，則難以正當化，惟若行為人當時真

誠相信自身將持續受襲，其繼續使用武力抵抗、還擊，則視乎實際情況可能屬合理。

與之相對的，普通法亦明確不強加退避義務，亦即行為人無須在遭受攻擊之前先行退避，方能主張

自衛。英格蘭首席大法官Lane勳爵於R v Bird 一案中指出，退避行為雖可作為證明被告人並無主

動攻擊或純粹惡意報復之意的證據，然並非否定此等意圖之唯一方法，更非自衛成立之必要條件

。同樣地，英格蘭刑事上訴法院於 R v McInnes 一案闡明行為人無須「拔腿就跑」，而僅需

以行動展現不欲戰鬥、願意暫緩或撤退之意願。此等案例顯示，展現不欲戰鬥之意願雖非自衛之法

定要求，但在評估自衛合理性時具重要參考意義。

進一步言之，正如英格蘭刑事上訴法院於 R v Field 一案亦指出：「法律不要求一人因預見攻擊

風險而被迫放棄合法前往之地點，退避義務無論如何僅在雙方相見且其中一方有機會表達不欲衝突

時始可能產生。」當然，這不代表行為人有權主動尋釁，再以自衛正當化自身行為。因此，香港高

等法院於《女皇訴 Poon Sin Bik》 一案指出，被告人雖聲稱擔心受襲，然反而集結武力「主動

率眾（seek out the opposing group）」攜武器前往對方居住區域，欲爭取遊樂場使用權之行

為，具攻擊性而非防衛性，法院遂認定此為挑釁而非自衛，否定其主張。儘管如此，若行為人真誠

相信潛在攻擊者為一慣於隨時使用暴力之罪犯，此認知可能足以解釋其未退避並採取防衛行動以保

護他人之決定，進而構成自衛辯護之正當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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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2日，元朗站襲擊事件後，香港警方入村調查。攝：林振東/端傳媒

III. 陳廣池法官判決的法律誤解

陳法官於判決中，質疑自衛辯護不適用於「兩批人是在玻璃圍欄及閘機的分隔下的對峙及漫駡，而

不是一對一沒有退路的場景」，並指責被告人未有「選擇退居後線或直接離開」 。

陳法官似欲暗示白衣人與非白衣人僅處於口頭爭執，且雙方保持一段安全距離，無即時暴力威脅。

然而，此理解首先顯然與元朗事件中其他相關案件所確立之事實相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吳偉

德》 案中，區域法院法官謝沈智慧明確指出，「白衣人不讓任何人離開付費區，後來更衝入付費

區」施暴。葉佐文法官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英傑》 案中對白衣人的暴力行為作更詳細描

述：「多名白衣人並用木棍和藤條伸入去付費區內襲擊閘機內的黑衣人，亦有向黑衣人投擲物品，

黑衣人擲物回應或用雨傘擋格，招架不來，被困在付費區內，不能出閘，有個別黑衣人（包括一名

身穿記者反光衣的女士和證人A）在出閘後即被白衣人圍毆」。葉法官明言，當「嘗試出閘的人便

被打」，實質上已近「非法禁錮」 ，此見解其後亦獲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

林啟明》 案中明確認可。

由此可見，付費區內之非白衣人（包括各被告人）並非僅處於對峙狀態，而是被困於付費區內，面

臨白衣人持續且即時之暴力威脅，無法安全離開。陳法官將事件簡化為「對峙及漫駡」，顯然忽略

了被告人當時所面臨之實際危險，係對事實之嚴重誤讀。

無論如何，陳廣池法官的觀點顯然誤解了普通法下自衛辯護之法律原則。如前所述，普通法並未強

加退避義務，退避僅為評估自衛合理性之參考因素，而非必要條件，亦不限縮自衛辯護之適用場

景。本案中，被告人使用消防喉射水或遠距離投擲雜物，具明顯防衛性質，加上林卓廷「企後

啲」、「唔好埋去」、「頂住佢」等多番呼籲，顯示其意在阻止衝突升級，而非主動尋釁，與白衣

人正面交戰。被告人縱然未有「拔腿就跑」 ，但其行為整體上已充分展現不欲戰鬥之意願，陳法

官僅因認為本案並非「一對一無退路」的場境，要求被告人積極「退居後線或直接離開」，顯然超

出法律的要求。

此外，自衛辯護不僅適用於遭受攻擊時之反擊，更允許行為人在合理預期即時威脅時採取先發制人

之舉。在本案中，被告人面臨極端暴力攻擊，且現場無警可依，危險可謂逼在眉睫。被告人面對白

衣人持木棍、藤條等武器之持續、可造成嚴重身體傷害的威脅，其情急之下射水或擲物等行動，係

具明確防衛目的之低度武力，旨在阻止施襲者進一步進迫，遠不及如Devlin v Armstrong案中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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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法官似欲暗示白衣人與非白衣人僅處於口頭爭執，且雙方保持一段安全距

離，無即時暴力威脅。然而，此理解首先顯然與元朗事件中其他相關案件所

確立之事實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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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投擲汽油彈之極端程度，以其作為未受專業訓練的普通市民而言，表面上並無明顯不合比例之

處。

陳法官卻以事後孔明的標準苛求，對普通市民在突發暴力情境下的反應，未給予應有的寬容，僅簡

單將此等防禦性行動視為挑釁、激化 ，似未充分考量被告人的防衛意圖與武力及威脅之間的相稱

性，限縮了自衛辯護的適用範圍，與普通法精神不符。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早前在

《明報》撰文，批評陳廣池法官「低調處理白衣人有組織、有武器的非法行為，而只針對閘內人士

的行為」，漠視後者可能「只是擔心一己人身安全而作出的反應」，正是此理 。

2020年12月28日，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在東區裁判法院。攝：Roy Liu/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四、結語

2019年元朗襲擊事件在香港社會中製造了深層的裂痕。陳廣池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卓廷》

一案量刑時表達殷切期望，隨著「2019/2020年社會暴動事件」的審訊落幕，這段香港歷史能促

使社會反思，逐漸撫平並在法律框架下理性應對意識形態的政治分裂。

筆者斗膽指出，「正正是在被廣泛質疑屬政治檢控的案件中，法院才更有責任應用正確的法律原

則，堅守公平的法庭程序，將公義彰顯於人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於2025年法律年度開啟

典禮演辭中強調，司法獨立與法治精神仰賴法官在每宗案件皆秉持客觀與嚴謹，有理有據作出裁

決，若此原則未能貫徹，陳法官的期望恐淪為空談。

陳法官又促公眾細閱其裁決理由書及相關證據，以避免偏聽偏信或受誤導 。此建議當然有理，但

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始終取決於判決本身的法律邏輯與公正。若判決在法律適用上存有瑕疵，例如

未合理解釋證據與法理的連結，即使公眾依陳法官建議詳閱判詞，恐怕仍難以信服其結論。恕筆者

直言，若如陳法官般違反常理，視正當防衛為犯罪行為，恐怕未能彰顯法律保護無辜之本意，反將

抑制社會相守互助的精神。如此不僅損及當事被告的人身自由權益，更可能動搖社會對司法體系的

整體信任，使香港難以走出動盪陰影，和解之路益發遙遠。唯有法庭在每宗案件中堅守法律原則，

以公開、透明且邏輯嚴密的判決回應社會關注，方能真正實現陳法官所期盼的法治彰顯與社會癒

合；否則，其寄望非但難以結果，甚至可能因司法公信力的流失而加劇社會撕裂，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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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陳法官般違反常理，視正當防衛為犯罪行為，恐怕未能彰顯法律保護無

辜之本意，反將抑制社會相守互助的精神。如此不僅損及當事被告的人身自

由權益，更可能動搖社會對司法體系的整體信任，使香港難以走出動盪陰

影，和解之路益發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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